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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要：在分析压煤村庄传统搬迁思路的不足之后，提出了与动态复垦相结合的分阶段“先补后占”压煤村庄搬迁
新理念，并结合压煤村庄的补地数量模型和占地数量模型，构建了“占地 －补地”理念数量模型。新理念及模型在我
国东部高潜水位地区的压煤村庄搬迁工作中，能较好地解决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和耕地占补平衡问题，对高潜水位地区

的压煤村庄搬迁用地问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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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压煤村庄搬迁用地问题从属于土地利用问题，涉及土地
科学的一些基础理论。土地科学是一门研究土地的利用及其

形成、演化和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，是一门兼有自然、经济、社

会、环境等多学科性质的综合性学科。压煤村庄搬迁用地问

题涉及新村址的选取、旧村址的复垦、煤矿开采利益的分配等

多个环节，牵涉村、地方政府、矿山等多方利益的博弈。鉴于

传统“占补”思路在解决压煤村庄的人地矛盾和社会可持续

发展方面的不足，本研究吸取土地科学基础和前沿理念，在可

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思想下，研究压煤村庄搬迁中的用地

问题。

１　压煤村庄搬迁传统思路及问题

压煤村庄的搬迁与普通村庄的搬迁存在着很大的不同，

普通村庄搬迁之后，土地不会再受到影响，但是压煤村庄搬迁

还会受到后期地下煤炭资源开采的影响，继续出现下沉［１－２］。

同时，煤炭开采对土地造成严重的损毁，压煤村庄搬迁后旧村

址难以达到完全的复垦。因此压煤村庄搬迁要统筹考虑新占

用地规模、旧村址补地能力以及煤炭开采相关情况。在以往

的压煤村庄搬迁过程中，传统搬迁思路主要是“先占后补”，

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，但是随着搬迁技术提高，传统的

搬迁思路也存在较大的问题。

传统的压煤村庄搬迁思路即由矿山企业通过征用的方式

取得新村庄建设用地，按当时的法律法规向搬迁村民支付经

济补偿，搬迁村民或自组织或在政府指导下在新村址自建房、

搬迁，旧村址废弃。随着开采工作的进行，生产力下降的土地

由矿山企业支付补偿，造成绝产的土地由矿山企业征用［３］。

传统的搬迁旧村庄多采用传统的复垦方式来补充土地数量。

在我国东部高潜水位地区，随着煤炭的开采，压煤村庄的土地

出现大面积损毁，绝大部分土地沉入水中［４］，无法继续使用，

损失了大量土地。传统的补地方式是在土地损毁后再进行复

垦［５－７］，因此大量土地未能在土地复垦中及时拯救，造成复垦

的耕地面积一般小于新村址占用耕地面积，难以满足耕地占

补平衡的要求。传统搬迁思路通过先占地方式解决村庄搬迁

问题，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建设用地指标以及征地审批过程

繁琐、耗时长，严重影响了矿山的生产［８］。同时过多的占用

耕地，对当地的土地利用结构造成不利影响，也违背了土地集

约节约利用的原则和五大发展理念。

２　基于动态复垦的压煤村庄搬迁“先补后占”新理念

压煤村庄搬迁涉及３类问题，一是新村选址，二是新村建
设，三是旧址复垦。新村选址和新村建设受新增建设用地指

标供给数量和进度影响，旧址复垦方式的选择也对新村址选

择与建设进度有重要影响，而能否实现“先补后占”取决于动

态复垦技术。

本研究的“占”与“补”中的“先后”是指阶段的先后。根

据土地复垦的规划，将整个复垦、搬迁过程合理地划分阶段。

第１阶段的内容主要是对规划范围内历史遗留的旧村址或者
废弃地进行整理复垦，尽可能复垦为耕地，补出来一定数量的

土地，以此来置换建设用地指标，即“先补”。在取得了建设

用地指标之后，就能规划建设新村，以供第２阶段所需要进行
复垦的区域范围内的村庄进行搬迁，即“后占”。当所涉及的

所有村庄顺利搬迁完成之后，即开始第２阶段的复垦，补充出
来的耕地，全部用来置换建设用地指标，若第１阶段还有盈余
指标，则累积一起作为第３阶段村庄搬迁所需要的建设用地
指标。按照此过程，建设用地指标不断循环，各个阶段的旧村

址经过整理复垦之后补充出来的土地作为“先补”指标，用来

置换建设用地指标，然后用该指标作为下一阶段搬迁新村的

占地指标，建设用地指标由此开始实现了滚动运行，即实现

“先补后占”搬迁运行理念。图１是“先补后占”动态复垦概
念模型。

　　根据此运行原理，在“先补后占”各个阶段的运行过程
中，每个阶段的搬迁所能占用的土地面积均由上一阶段所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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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的土地数量控制，占地面积不得大于上一阶段的补地面积。

因此新村占地面积会受到控制，下一阶段所能搬迁的村庄数

量或者涉及到搬迁的数量人口也会随之变化。在本研究中，

选取人口数量作为调控因子，即当新村占地面积受约束时，通

过调整该阶段所能搬迁的人口数量，来实现新村占地面积的

控制。同时，在保证新村村址面积不大于旧村村址面积的大

前提下，各个阶段搬迁的新村占地面积的确定也尤为重要，若

占地面积过大，则违背了占地的基本原则，但是若占地面积过

小，又会增大新村的容积率，不利于群众的生产生活。

按照“先补后占”的搬迁思路的流程依次进行下去，占补

数量便基本达到平衡，最后一阶段所能复垦出来的旧村址的

全部土地都是剩余的指标，其土地利用方向以第１阶段新村
所占用土地的利用类型为主，尤其以耕地和林地为主，这样既

优化了当地的土地利用类型，又能使区域内的土地实现质量

平衡。最终，基于动态复垦的“先补后占”搬迁理论，占地指

标完全补足，建设用地指标的紧张困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土

地利用结构也得到了优化，同时满足了“占－补”过程中的土
地数量与质量的平衡，还满足了“占－补”质量的平衡。

本研究基于动态复垦的搬迁理念，其复垦率远高于传统

复垦，可以复垦出更多的土地，也使得模型得到进一步优化。

３　压煤村庄搬迁“先补后占”理念数量模型

３．１　补地数量模型
补地主要来源于对搬迁后的旧村址的复垦，因此，各个阶

段能补充多少地，完全取决于该阶段复垦的情况。分阶段的

动态复垦是一项复杂的工程，涉及多个影响因素，主要有煤炭

开采、区位环境（尤其是高潜水位地区）、地表下沉情况、复垦

时机、复垦标高等。因此，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着动态复垦的最

终效果［９］。

根据矿山开采沉陷学的理论，地面下沉情况主要受地质

条件、采矿方法、以及社会自然条件的影响。在本研究中，仅

选取其中的几个主影响因素。地质条件中，以采深 Ｈ、采厚ｍ
为主影响因素；采矿方法中，选取工作面大小 Ｓ、工作面推进
速度ｖ作为主影响因素，最终，高潜水位地区还有一个重要因
素，就是潜水位埋深ｈｇ。

众多要素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，无法用准确的函数进行

定量表达，但是特定区域地面下沉的表征是一定的，因此，可

以用下面的函数来表示地面下沉的表征：

Ｗ＝ｆ（Ｈ；ｍ；Ｓ；ｖ；ｈｇ）。 （１）
式中：Ｗ为地面下沉表征；Ｈ为煤层开采深度；ｍ为煤层开采
厚度；Ｓ为工作面大小；ｖ为工作面推进速度；ｈｇ为当地潜水

位埋深。

土地复垦的时机是边采边复最关键的技术，地面下沉的

情况决定着复垦时机Ｔ，同时，复垦时机Ｔ和复垦标高ｈ又相
互影响，与复垦投入Ｉ共同决定了复垦率 Ｆ［１０］。而复垦时机
Ｔ的选择也是一个多重作用的结果，所以选择最佳复垦时机
也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选择最佳搭配组合的过程。最佳复垦

时机Ｔ０可用下式进行表达：
Ｔ０＝ｆ（Ｗ；Ｆ；Ｉ；ｎ）；Ｆ／Ｉ＝ｍａｘ。 （２）

式中：Ｔ０为最佳复垦时机；Ｗ为地面下沉表征；Ｉ为复垦投入；
ｈ为复垦标高；ｎ为其他因素。

当复垦率Ｆ与复垦投入 Ｉ的比值（Ｆ／Ｉ）达到最大时，此
时为复垦的最理想状态。此时的复垦率就是该次复垦工程的

复垦率。复垦率又直接决定了复垦后所能得到的土地面积，

在得到复垦率Ｆ０之后，就可以计算补地数量Ｓ补：
Ｓ补 ＝Ｓ０×Ｆ０。 （３）

式中：Ｓ补 为旧村址复垦后的补地数量，ｈｍ
２；Ｓ０为旧村址损毁

前的面积，ｈｍ２；Ｆ０为复垦率。
３．２　占地数量模型

压煤村庄搬迁占地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新村址规划布局空

间规模，即新村建设的用地总量，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口数

量和人均建设用地。

一定区域内人口数量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，并且

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，因此在计算涉及到搬迁的压煤村庄

的人口数量时，应当根据现有人口数量，考虑人口发展，以一

定的数学模型来预测未来某个时间的人口数量。未来某一年

的人口预测数量Ｐｘ的函数关系可由下式表示：
Ｐｘ＝Ｐ０×（１＋μ）

ｎ＋ｐ。 （４）
式中：Ｐｘ为压煤村庄人口预测数量；Ｐ０为压煤村庄现有人口
数量；μ为人口自然增长率，％；ｎ为规划年限；ｐ为规划年限
内机械增长人口数量。

同样，人均建设用地的面积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。

人均用地过多，则需要占用更多的土地，一方面会造成土地的

浪费，另一方面也会给矿山企业的征地工作带来巨大压力。

而人均用地过少，则不利于群众的居住和生活。因此，在国家

和地方规定许可的范围内合理地设计人均建设用地面积，既

保障了居民的宜居，也确保了社会的稳定。

按照国家颁布的标准———《村镇规划标准》中关于新建村镇

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的划分，共划分为４个等级，如表１所示。
　　根据该国家标准中的相关要求，新建镇区可以在合理范
围内对现人均建设用地指标进行适当增减，其增减的标准如

表２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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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１　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划分

级别 人均建设用地指标（ｍ２／人）　　
一 大于６０，小于等于８０
二 大于８０，小于等于１００
三 大于１００，小于等于１２０
四 大于１２０，小于等于１４０

表２　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增减范围

现状人均建设用地指标

（ｍ２／人）
规划调整幅度

（ｍ２／人）
小于等于６０ 增０～１５
大于６０，小于等于８０ 增０～１０
大于８０，小于等于１００ 增、减０～１０
大于１００，小于等于１２０ 减０～１０
大于１２０，小于等于１４０ 减少０～１５
大于１４０ 减至１４０以内

　　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，我国东部高潜水位平原地区压煤
村庄搬迁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应该在人均８０ｍ２到１００ｍ２之
间，同时，在此标准下，可适当增减１０ｍ２以内。

通过人口数量以及人均建设用地面积的计算，可以得出

各阶段搬迁过程中的占地数量Ｓ占。近年来，压煤村庄搬迁还
应当与新农村建设以及小城镇建设相结合，所以新村的建设

还应考虑规划房屋的楼层数，加入这一影响因素之后，新村建

设的占地数量Ｓ占 的函数模型为

Ｓ占 ＝
（Ｐｘ×Ａ）／ｍ
１００００ 。 （５）

式中：Ｓ占 为新村建设占地数量，ｈｍ
２；Ｐｘ为搬迁村庄人口预测

数量，人；Ａ为新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，ｍ２／人；ｍ为新建房屋
的楼层数。

３．３　“先补后占”的占补理念数量模型
根据上一节“先补后占”村庄搬迁的运行模型，结合占地

数量Ｓ占、补地数量 Ｓ补 的函数模型，分析动态复垦全过程的
占补数量模型。

第１阶段“先补后占”过程中，首先对旧村址和废弃地进
行土地复垦，其补地数量为Ｓ补１，由此数量来置换建设用地指
标，作为第２阶段村庄搬迁所需新村址的占地指标 Ｓ占２。数
学表达式为

Ｓ补１＝Ｆ１×∑
ｊ

１
Ｓ１ｊ；Ｓ余１＝Ｓ补１－Ｓ占２。 （６）

式中：Ｆ１为第１阶段复垦率；Ｓ１ｊ为第１阶段第ｊ村庄损毁前的
面积，ｈｍ２；ｊ为第１阶段压煤村庄数量，ｊ＝１，２，３，…；Ｓ余１为第
１阶段剩余的土地数量，ｈｍ２。

理论上，要求Ｓ补１≥Ｓ占２，即Ｓ余１≥０，第１阶段的“先补”数
量应该大于第２阶段的“后占”数量。若Ｓ补１!Ｓ占２，则需要通
过减少第２阶段所涉及的搬迁人口数量来进行调整。

第１阶段的“先补”数量已经换取第２阶段的占地指标
Ｓ占２，然后可以对第２阶段所涉及的村庄旧址进行整理复垦，
复垦完之后的补地数量Ｓ补２则直接用来补充第３阶段的占地
指标Ｓ占３。第２阶段的占补数量函数关系为

Ｓ占２＝
Ａ２×∑

ｊ

１
Ｐ２ｊ

１００００； （７）

Ｓ补２＝Ｆ１×∑
ｊ

１
Ｓ２ｊ； （８）

Ｓ余２＝Ｓ补２－Ｓ占３。 （９）
式中：Ｓ占２为第２阶段的占地数量，ｈｍ

２；Ｓ补２为第２阶段旧村址
复垦后的补地数量，ｈｍ２；Ｓ余２为第 ２阶段剩余的土地数量，
ｈｍ２；ｊ为第２阶段压煤村庄数量，ｊ＝１，２，３，…；Ａ２为第２阶段
人均建设用地面积，ｍ２／人；Ｐ２ｊ为第２阶段第 ｊ村庄的人数，
人；Ｆ２为第２阶段复垦率；Ｓ２ｊ为第２阶段第ｊ村庄损毁前的面
积，ｈｍ２。

第３阶段占补数量模型：

Ｓ占３＝
Ａ３×∑

ｊ

１
Ｐ３ｊ

１００００； （１０）

Ｓ补３＝Ｆ３×∑
ｊ

１
Ｓ３ｊ； （１１）

Ｓ余３＝Ｓ补３－Ｓ占４。 （１２）
式中：Ｓ占３为第３阶段的占地数量，ｈｍ

２；Ｓ补３为第３阶段旧村址
复垦后的补地数量，ｈｍ２；Ｓ余３为第 ３阶段剩余的土地数量，
ｈｍ２；Ａ３为第３阶段人均建设用地面积，ｍ

２／人；Ｐ３ｊ为第３阶段
第ｊ村庄的人数，人；Ｆ３为第３阶段复垦率；Ｓ３ｊ为第３阶段第ｊ
村庄损毁前的面积，ｈｍ２。

由此，可以推导在“先补后占”的搬迁运行模型中，除第１
阶段外，后续各个阶段的一般性函数模型：

Ｓ占ｉ＝
（Ａｉ×∑

ｊ

１
Ｐｉｊ）／ｍ

１００００ ； （１３）

Ｓ补ｉ＝Ｆｉ×∑
ｊ

１
Ｓｉｊ； （１４）

Ｓ余ｉ＝Ｓ补ｉ－Ｓ占（ｉ＋１）。 （１５）
式中：Ｓ占ｉ为第ｉ阶段的占地数量，ｈｍ

２；Ｓ补ｉ为第 ｉ阶段旧村址
复垦后的补地数量，ｈｍ２；Ｓ余ｉ为第 ｉ阶段剩余的土地数量，
ｈｍ２；ｉ为复垦阶段，ｉ＝２，３，４，…；ｊ为第ｉ阶段压煤村庄数量，
ｊ＝１，２，３，…；Ａｉ为第 ｉ阶段人均建设用地面积，ｍ

２／人；Ｐｉｊ为
第ｉ阶段第ｊ村庄的人数，人；Ｆｉ为第 ｉ阶段复垦率；Ｓｉｊ为第 ｉ
阶段第ｊ村庄损毁前的面积，ｈｍ２。

同第 １阶段相似，后续阶段的占补过程中，仍然要求
Ｓ补ｉ≥Ｓ占（ｉ＋１），即上一阶段复垦后的补地数量 Ｓ补ｉ尽可能满足
下一阶段的占地数量Ｓ占（ｉ＋１），若Ｓ补ｉ! Ｓ占（ｉ＋１），则需要减少下
一阶段搬迁的人口数量以减小新村占地面积来进行调整。

４　总结

本研究根据压煤村庄传统用地思路的不足，提出了“先

补后占”的搬迁用地新理念，并利用各阶段复垦情况、搬迁人

数、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建立的占地、补地数量模型，构建了占

补理念数量模型。压煤村庄搬迁用地新理念的提出能够有效

帮助解决压煤村庄搬迁的建设用地指标供给和耕地占补平衡

等凸出问题，对我国高潜水位地区的压煤村庄搬迁用地问题

具有积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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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江津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风险评价

杨成波，刘秀华
（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，重庆４００７００）

　　摘要：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，土地利用是人与自然交叉最为密切的环节，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
利用的加剧，土地利用格局时刻发生着变化，并影响着生态环境，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将给区域生态环境带来风险。

因此，研究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风险具有现实意义。首先以重庆市江津区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４年的土地利用现状
矢量数据为基础，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进行叠加分析，得到２００９—２０１４年江津区各地类的变化情况；其次，从土地利用变化及
景观格局变化２个方面入手，构建江津区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；最后，依据评价指标体系，构建基于土地利用指标和
景观生态指标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模型，进而计算出２００９—２０１４年江津区的生态风险变化情况。结果表明：在地类
变化方面，２００９—２０１４年，江津区的耕地面积减少 ２６８６．５２ｈｍ２，园地面积减少 ５１７．７４ｈｍ２，林地面积减少
２７０．４５ｈｍ２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４２．５０ｈｍ２，草地面积减少０．３６ｈｍ２，建设用地面积增加３５６９．７１ｈｍ２，其他农用地面
积增加３２．２６ｈｍ２，水域面积增加 ２５．６３ｈｍ２；在生态风险变化方面，２００９—２０１４年，江津区的生态风险变大，生态风险
指数由２００９年的－０．３７１５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－０．３６０３，其中土地利用程度指数、景观多样性指数、景观破碎度指数呈
增加趋势，而耕地垦殖指数、植被覆盖指数、景观优势度指数呈减小趋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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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土地利用是人与自然交叉最为密切的环节，土地利用变
化将带来景观格局的改变，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，

因而土地利用变化被认为是对生态环境影响最为重要的变化

之一［１］，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，不

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将给生态环境带来风险。所谓生态风险

是指环境自然变化，尤其是人类活动导致的自然环境物理破

坏引起的不良生态效应的或然性、可能危险性［２］，具有复杂

性、客观性、不确定性等特征。生态风险评价是指在一种或多

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下，对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不利于生态系统

稳定和良性循环的生态后果进行评估。

目前，针对土地利用变化，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将研究重点

放在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［３］、土地利用变化特征

与趋势预测［４］以及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方面，

如曹银贵等根据遥感影像图，利用地理信息系统（ＧＩＳ）技术
对三峡库区近３０年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、空间分布及变化趋
势进行研究，总结出了三峡库区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性，其

研究对库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具有指导意义［５］。胡明等通过

对陕西省安塞县土地利用变化和当地的经济发展进行研究，

总结出当地的耕地面积虽然呈减少趋势，但高技术、高产量农

产品的增加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，加上以林地为代表的具

有良好生态效益的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

展，进而加快了当地的城镇化水平［６］。而国内外对土地利用

变化的生态效应研究还较为薄弱。我国的风险评价工作起步

较晚，虽然在化工项目与易燃、易爆、有毒化学品等方面做过

大量的工作，但针对由土地利用变化所引起的生态风险评价

等方面的研究还较少。随着人口增加以及工业化、城镇化的

快速推进，土地利用格局会随着人类对土地与日俱增的需求

而发生变化，从而引起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改变，进而产生

一定的生态风险，如何量化这些风险并进行科学的评价是本

研究的重点以及创新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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